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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片区旅游减贫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1

丁建军 周书应

(吉首大学商学院＆武陵山片区扶贫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湖南吉首 416000)

【摘 要】:基于要素类型和县际差异的视角，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检验了武陵山片区 2011、2014 和

2016 年旅游综合收入、3A 及以上景区、乡村旅游对各县市区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比的影响，并分析了各旅游要素

减贫效应异质性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旅游综合收入对农民收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递减;3A 级景区的

收入带动效应总体上具有城镇偏向性，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负向影响逐渐增强;4A 级景区对农民收入

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但带动效应的城镇偏向性逐渐增强;5A 级景区对农民收入均具有正向影

响且影响强度最大，城镇偏向性先减弱后反弹;乡村旅游扶贫成效逐渐显现;各旅游要素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十分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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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1 年以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实施乡村

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颁布，全面推进旅游扶贫工程。作为我国旅游资源富集的贫困

地区，武陵山片区的旅游产业已发展成为区域的支柱产业。截止 2017 年 6 月，片区共拥有 5A 级景区 8处，4A 级景区 63 处，3A

级景区 38 处，旅游人次从 2011 年的 1．2 亿人次增加到 2016 年的 3．5亿人次，旅游总收入从 2011 年的 665 亿增长到 2016 年

的 2450 亿，年平均增长率达 30．1%，显著快于全国的平均增速
①2
。快速发展的旅游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也成为减贫致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

自“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首次提出“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PPT)以来，旅游减贫效应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

注
［1］107－126

。早期的文献注重经济增长、就业、外汇收入、乘数效应等宏观经济效应的分析，如部分学者认为旅游扶贫乘数效应

大
［2］1－6

、通过提高外汇收入实现扶贫
［3］885－894

、与其他产业融合减贫效应更明显
［4］49－58

;不过，也有学者质疑旅游产业发展的减贫

效应，指出旅游产业发展加剧了贫富差距，甚至存在严重的漏损
［5］132－134

。近年来，旅游减贫效应研究从宏观经济效应向经济、

社会和环境效应并重转变，研究视角也更加微观，如学者们关注旅游扶贫的非经济影响，破坏传统文化、导致自然资源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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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率升高
［6］261－267

、人力资本开发
［7］149－152

，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中付出的代价可能大于收益等
［8］43－49

。此外，随着旅游扶贫实

践的备受推崇，旅游精准扶贫
［9］116－121

、旅游扶贫地空间格局与扶贫效率时空演变
［10］210－217

、旅游扶贫效应的居民感知与贫困者参

与意愿
［11］64－76

、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方法等
［12］31－38

成为当前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

上述旅游扶贫实践与研究表明，与实践部门重点推进和实施旅游扶贫的高涨热情不同，旅游扶贫尤其是旅游减贫成效的研

究则显得更加“理性”和“精细化”，如科学、精准识别旅游的减贫效应以及发生在哪些区域和环境下等。在这一背景下，本

文以旅游扶贫重要实践基地武陵山片区为例，从旅游要素类型和县际差异的角度，对不同年份旅游减贫的异质性进行考察，以

期更全面地了解旅游产业发展对贫困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严格区分“旅游扶贫效应”和“旅游减贫效应”两个概

念，同时，鉴于各县市区贫困率数据不可得且武陵山片区贫困仍是农村贫困的现实，文中分别将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乡收入比

作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代理指标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武陵山片区各县市区旅游减贫成效的异质性，研究方法上采用基于地理加权的局部参数估计 GWR 模型。同时，为了

尽可能考察旅游产业内部不同要素对经济贫困的影响，一方面，采用了旅游综合收入、3A 级以上景区数量、乡村旅游重点村数

量等旅游产业发展代理指标;另一方面，将经济贫困细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分别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作

为代理指标。进一步地，通过 2011、2014 和 2016 年三个时间节点各县市区的对比分析，从全域空间和局域空间相结合的视角

洞察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发展减贫效应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而为各县市区优化旅游减贫成效提供依据。

GWR(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是以线性回归模型为基础的局部参数估计模型，实质上是利用基于距离加权的

局部样本估计出每个样本点各自独立的参数值。与传统计量回归模型相比，该方法不仅考虑了空间效应，而且考虑了空间非平

稳性，通过将数据的地理位置引入到回归参数中，充分利用空间地理位置变化引起的参数变化信息，使估计结果更加精确。一

般地，GWR 模型如下:

其中，yi、xij、εi分别是因变量、第 j个自变量和随机误差项，(μi，υi)是第 i 个样本点的空间(经纬度)坐标，βj(μi，

υi)是第 j个自变量在地区 i的回归系数，如果βj(μi，υi)在不同空间样本点不变，则表明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不同的

地理空间上是一致的，具有同质性影响，反之，则表明影响具有异质性。

本文首先对 2011、2014 和 2016 年旅游减贫效应建立分年度的 GWR 模型，分别以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贫困)、城乡居民收

入比(相对贫困)作为因变量，将旅游综合收入、3A 景区数量、4A景区数量、5A 景区数量、乡村旅游重点村(示范村)数量以及总

人口数、城镇化率、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等作为解释变量。然后，在系列诊断分析(各变量的 Moran’s I 指数、

回归系数的空间非平稳性等)基础上，应用 GWR4 软件得到各年度模型回归系数并绘制五分位观察表(表 1～4)，分别列出各年度

各要素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影响程度的最小值、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下四分位数、最大值和平均值。最后，结合五分位观

察表和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图
①3
横向和纵向分析旅游综合收入、3A 级以上景区和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异质性。

表 1 旅游综合收入减贫效应的 GWR 模型五分位观察

3 ① 限于篇幅，文章没有列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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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类型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上四分位数 中位数 下四分位数

绝对贫困-2011 -8.902 9 11.856 1 -32.330 6 1.890 3 -7.633 6 -18.713 9

绝对贫困-2014 -1.671 1 2.507 2 -4.331 2 -0.081 6 -2.212 1 -3.227 4

绝对贫困-2016 -1.617 8 0.985 6 -2.413 2 -1.309 5 -1.583 0 -1.902 0

相对贫困-2011 -0.002 6 0.001 6 -0.005 2 -0.000 8 -0.002 8 -0.004 5

相对贫困-2014 0.002 1 0.003 3 0.000 2 0.002 9 0.002 2 0.001 2

相对贫困-2016 0.000 7 0.001 2 0.000 0 0.001 1 0.000 8 0.000 5

表 2 3A 级以上景区绝对贫困减贫效应的 GWR 模型五分位观察

景区类型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上四分位数 中位数 下四分位数

3A-2011 138.518 6 330.211 8 -80.738 8 280.398 9 164.047 3 -10.656 8

3A-2014 76.713 1 298.435 3 -116.966 3 203.369 1 63.398 3 -50.887 4

3A-2016 -209.909 1 -36.937 2 -416.831 2 -130.525 0 -221.933 9 -268.729 1

4A-2011 75.951 5 257.601 3 -121.234 2 149.552 8 93.560 1 -24.421 3

4A-2014 101.933 8 202.330 7 -33.802 4 168.242 3 111.165 4 37.401 2

4A-2016 191.073 4 239.532 6 137.742 0 212.494 2 188.315 1 172.127 0

5A-2011 584.799 8 1 272.080 4 115.403 2 852.Ill 1 594.404 2 291.476 7

5A-2014 440.392 0 649.079 6 171.549 9 565.645 8 490.591 4 276.525 2

5A-2016 504.089 6 773.702 4 295.170 8 628.943 5 494.280 3 400.245 0

表 3 3A 级以上景区相对贫困减贫效应的 GWR 模型五分位观察

景区类型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上四分位数 中位数 下四分位数

3A-2011 0.041 8 0.069 7 0.019 2 0.053 8 0.039 2 0.028 8

3A-2014 -0.003 3 0.053 1 -0.079 6 0.035 8 0.001 7 -0.042 1

3A-2016 0.052 9 0.078 6 0.017 4 0.061 3 0.053 9 0.04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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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2011 0.049 6 0.147 4 -0.058 3 0.103 1 0.052 9 0.005 5

4A-2014 0.002 5 0.015 9 -0.017 3 0.009 9 0.003 9 -0.003 8

4A-2016 0.031 7 0.047 5 0.010 3 0.040 9 0.032 7 0.021 8

5A-2011 0.077 5 0.329 3 -0.111 6 0.136 3 0.057 4 0.019 7

5A-2014 -0.121 9 -0.031 9 -0.251 4 -0.067 6 -0.127 2 -0.160 8

5A-2016 -0.001 9 0.048 5 -0.038 5 0.028 4 0.009 2 -0.020 3

表 4 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 GWR 模型五分位观察

贫困类型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上四分位数 中位数 下四分位数

绝对贫困-2014 -227.107 6 -127.417 1 -300.511 5 -177.244 8 -232.594 5 -276.320 9

绝对贫困-2016 -16.562 5 9.228 6 -25.405 3 -12.086 2 -17.389 9 -20.868 4

相对贫困-2014 0.064 1 0.084 8 0.042 6 0.077 1 0.063 4 0.052 6

相对贫困-2016 0.000 6 0.001 5 -0.000 2 0.001 3 0.000 8 -0.000 0

由于片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统计单元，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相应年份的《湖南省统计年鉴》《贵州省统计年鉴》《湖

北省统计年鉴》《重庆市统计年鉴》，各县市区统计公报、相关政府网站公布的政策文件(如《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汇总表》)

以及相关县市区旅游局提供的内部资料等。

三、旅游综合收入减贫效应的异质性

(一)绝对贫困降低效应

从整体上来看，武陵山片区旅游综合收入的绝对贫困减贫效应并不存在，2011、2014 和 2016 年旅游综合收入对农民收入均

呈现负向影响并存在空间异质性，但影响程度和差异化程度在不断下降。

2011 年，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大体上以“东南—西北”走向的对角线为界。东北部旅游综合收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其中以湖北片区和张家界片区为主，向东南延伸到沅陵、安化、涟源等县市，湘西州的龙山、永顺两县也有正向影响，但影响

系数不大，最大值为旅游收入增加 1亿元约使农民收入提升 12 元。片区西南部的贵州片区、怀化片区、邵阳片区以及重庆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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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综合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特别是贵州片区，抑制程度最高的是旅游综合收入增加 1 亿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约减少 33 元。

2014 年，带动农民收入增长的县市区集中在片区西部的贵州片区和重庆片区境内，尤以贵州片区中遵义市辖区内县市区为

主，不过，影响力弱，旅游综合收入每增加 1亿元，仅带动农民人均纯收入上升约 2．51 元。东南部的邵阳片区、娄底片区、

安化和石门县旅游综合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最大抑制程度为旅游综合收入每增加 1 亿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约减少 4．33 元。

2016 年，仅有 12 个县市区旅游综合收入的增长带来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而且影响效应弱，旅游综合收入每增加 1亿

元，仅带来农民收入上升约 1元。与 2014 年相比，这种带动强度仍在下降。其余县市区旅游综合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最大抑制程度为旅游综合收入每增加 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减少 2．41 元，与 2014 年相比，影响强度也

有所下降。相对而言，湘西州有 1/2 的县市区旅游综合收入对农民收入有正向影响，与 2014 年相比，包容性明显增强并且占片

区具有正向影响的县市区数量的 1/3，表现较为抢眼。

(二)相对贫困降低效应

相对贫困减贫效应方面，纵向比较来看，2011 年旅游收入的包容性最强，总体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2014 年，旅游收入

的带动效应具有城镇偏向性，总体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016 年虽然仍存在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但影响强度与 2014 年

相比下降了 2/3。横向比较来看，旅游收入的相对贫困减贫效应也存在空间异质性，但差异化程度也在缩小。

2011 年，除西南部区域的贵州片区和怀化市的新晃县以外，大部分县市区旅游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降

低了相对贫困。其中，东北部的湖北片区、东部的娄底片区旅游收入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贡献较大，旅游综合收入增加 1 亿元，

城乡收入比值将下降 0．0046 到 0．0052。旅游收入加剧相对贫困的是贵州片区西南部县市区和怀化的新晃县，旅游综合收入增

加 1 亿元，城乡收入比值最大上升幅度达到 0．0016。

2014 年旅游综合收入对城乡收入比的影响系数在片区内所有县市区均为正，系数区间为［0．0002，0．0033］，并且在空

间分布上大体呈由西向东依次增强的特征。西部贵州片区和重庆片区大部分县市区的影响强度较弱，旅游综合收入每增加 1 亿

元，城乡收入比约上升 0．0002 到 0．0011，而东部娄底片区、邵阳片区东部以及湖北秭归县、湘西州古丈县的影响强度较大，

旅游综合收入每增加 1 亿元，城乡收入比约上升 0．0030 到 0．0033。

2016 年旅游综合收入对城乡收入比的影响系数在片区内所有县市区仍均为正，但影响强度下降了约 2/3，在空间分布上依

然呈由西向东依次增强的特征。吉首、古丈和贵州片区西北部、重庆片区西北部的县市区均为影响效应最弱的区域，在这些县

市区，旅游综合收入每增加 1 亿元，城乡收入比约上升 0．0000 到 0．0002，而东部地区由北至南甚至包括中部湘西州的永顺、

保靖县影响强度较大，旅游综合收入每增加 1 亿元，城乡收入比约上升 0．0010 到 0．0012。

四、3A 级以上景区减贫效应的异质性

(一)绝对贫困降低效应

3A级景区方面。2011 年，除了东北部的湖北片区、张家界片区、石门县、石柱县以及湘西州的龙山、永顺县外，广大西南

县市区带来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增长幅度为每增加 1个景区带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 67～330 元。其中，怀化南部和邵阳南

部表现最为突出，湘西州则是凤凰县的带动效应最强。2014 年，景区数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以“西南—东北”走向的对角线为

界，东北部为负向影响，西南部为正向影响，并且往西北、东南方向影响程度依次增强。正向影响最强的在邵阳片区和怀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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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南部，每增加 1个景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203～298 元。负向影响最强的在湖北片区、重庆片区和贵州片区北部，每增

加 1 个景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下降 53～116 元。2016 年，景区数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全部变为负向效应，影响强度由东西两部

向中部、中部由北向南依次减弱。影响最强的在贵州片区西部，每增加 1 个景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下降 346 到 416 元。影响最

弱的在邵阳片区、怀化片区南部和湘西州的泸溪、吉首、保靖境内，每增加 1个景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下降 36 到 130 元。影响

强度较 2014 年增强。

4A 级景区方面。2011 年，对农民收入的带动效应总体上弱于 3A 级景区。带动效应最强的是贵州片区，其次为重庆片区和

湖北片区，最高达到每增加 1 个景区提升农民人均纯收入约 257 元。湖南片区中娄底和邵阳片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抑制作用较

大，最大抑制效应达到每增加 1 个景区减少农民人均纯收入约 121 元。2014 年，对农民收入正向影响的分布要广于 3A 级景区，

仅有娄底片区、石门、慈利、安化和新邵等少数县市为负向影响区域，最大负向影响程度为－33 元。而正向影响则由东向西逐

渐增强，贵州片区和重庆片区大部分县区的正向影响强度较大，达到 157～202 元。2016 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片区内所有县

市区全部变为正向效应，影响强度的空间分布与 3A 级景区的影响类似，由东西两部向中部、中部由北向南依次减弱。影响强度

最高的区域分布在贵州片区西部以及片区东部的长阳、五峰、石门、安化、新化、涟源、冷水江、新邵、邵阳和新宁等县市，

增加 1 个景区可使农民人均纯收入上升约 216～239 元，影响强度最弱的在铜仁、怀化和湘西州三地交界处以及会同、靖州 2 县，

增加 1 个景区可使农民人均纯收入上升约 137～160 元。整体包容性强于 2014 年。

5A级景区方面。2011 年，对农民收入带动效应最大且在所有县市区都有正向影响。片区中部和西南部的带动效应更为明显，

如在凤凰县或周边县市增加 1 个景区将带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 960～1272 元。即便是带动效应相对较弱的北部地区，增加 1

个景区也能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约 115～265 元。2014 年，景区仍然对所有县市区农民收入有正向影响并且影响强度也相对最

大。空间分布上由北向南依次增强，如怀化片区和邵阳片区南部，增加 1 个景区可带动农民收入增长 579 到 649 元。即便是在

景区分布占优的湖北片区、张家界片区，增加 1 个景区，仍能带动农民收入增长 171 到 259 元。2016 年，景区对农民收入的正

向效应仍然覆盖了所有县市区，并且影响强度相对于 2014 年有所增强，虽然最大正向效应仍不及 2011 年，但影响程度的分布

更为均衡。空间分布上越往东南部边际带动效应越强，如娄底片区、邵阳片区以及湘西州的东部，增加 1 个景区可带动农民收

入增长 611 到 773 元。即便是带动效应相对较弱的贵州片区西部、重庆片区西北部，增加 1 个景区仍能带动农民收入增长 295

到 367 元，是 2014 年影响强度最弱县市区带动效应的 2倍左右。

(二)相对贫困减贫效应

3A级景区方面。2011 年，景区的带动效应具有城镇偏向，影响系数在 0．0192 至 0．0697 之间。其中，片区西北部县市区

的城镇化偏向强于东南部县市区，前者每增加 1 个景区，将使城乡收入比上升 0．0553～0．0697，而后者每增加 1 个景区，城

乡收入比仅上升 0．0192～0．0267。2014 年，仍有大部分县市区景区数量增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些县市区分布在片区

的北部，包括湖北片区、重庆片区、张家界片区、贵州片区的大部分县市、石门、沅陵以及湘西州的龙山、永顺县，影响强度

最大达到 0．0531。南部邵阳片区和怀化片区的大部分县市区景区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影响程度为每增加 1

个景区使城乡收入比下降 0．0796。2016 年，所有县市区随着景区数量的增加，城乡收入比提升，影响强度处于［0．0174，0．0786］

区间内。与 2014 年相比，不仅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效应的区域在扩张，而且影响强度也有所上升，最大值上升了约 0．0255。

空间分布上来看，影响强度由外围向中心，由北部向南部逐渐减弱。其中，贵州片区和重庆片区的西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效应

最强，增加 1个景区可使城乡收入比最大上升 0．0786。中部的湘西州片区、怀化片区中部以及南部邵阳片区中部县市区景区收

入带动效应的城镇偏向相对较弱，增加 1 个景区使城乡收入比约上升 0．0174 至 0．0372。

4A级景区方面。2011 年大部分县市区具有城镇化偏向，并呈由东到西依次减弱的特征，娄底片区、张家界片区以及石门、

沅陵、安化等县每增加 1个景区，城乡收入比将上升 1088～0．1474，不过，贵州片区大部分县市以及重庆的武隆县景区带来城

乡收入差距缩小，系数为－0．0583 到－0．0193。2014 年，大部分县市区景区收入带动效应同样具有城镇化偏向，最为明显的

是东北部的湖北片区、张家界片区和西南部的贵州片区南部，增加 1个景区可使城乡收入比上升 0．0103～0．0159。片区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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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收入带动效应也具有城镇化偏向，但影响程度较低，最大影响系数约为 0．0061。收入带动效应具有农村偏向的区域主要分

布在片区的东南部，如邵阳片区、娄底片区、怀化片区的大部分县市，这些区域每增加 1 个景区可带来城乡收入比最大降幅达

0．0173。2016 年，收入带动效应具有城镇化偏向的县市区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整个片区，偏向强度在空间上向湘西片区南部、怀

化片区西南部逐渐增强。偏向性最弱的是西北部恩施州、重庆片区(渝东南)和遵义市部分县市区，增加 1 个景区可使城乡收入

比上升 0．0103～0．0178，比 2014 年城镇偏向最强区域略高。湘西片区南部、怀化片区西南部的县市区的城镇偏向性最强，增

加 1 个景区可使城乡收入比上升最大幅度达 0．0475。可见，4A 级景区的包容性在 2014 年有所增强之后又有明显下降。

5A级景区方面。2011 年大部分县市区具有城镇化偏向，并且在东南部的邵阳片区、娄底片区表现更为突出，增加 1个景区

将使城乡收入比上升 0．2088～0．3293。中部少数县市区则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加 1个景区使城乡收入比的最大下降幅度

为 0．1116。2014 年，所有县市区都在一定程度上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较强的包容性。并且，收入差距缩小效应由北

向南增强，效应最强的区域为湘西州南部、怀化片区北部和邵阳片区的东北部，最大效应为增加 1 个景区带来城乡收入比下降

约 0．2514，是 2011 年的两倍多。即便是缩小效应最弱的北部县市区，增加 1个景区也能带动城乡收入比下降约 0．0319。相

对于 2014 年，2016 年的包容性有所下降。贵州片区和重庆片区西部县市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较强，最大效应为增加 1个

景区带动城乡收入比上升 0．0485。湖南片区大部分县市区和重庆的秀山县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中邵阳片区、怀化片区东

南部和湘西州的中南部县市区的缩小效应较为明显，增加 1个景区带动城乡收入比的最大降幅为 0．0385，不过，这一降幅远远

低于 2014 年的 0．2514，也低于 2011 年的 0．1116。可见，整体而言，2016 年 5A 级景区的包容性下降明显，但湖南片区下降

的幅度相对较小，大多数县市区仍具有一定的包容性。

五、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异质性

(一)绝对贫困减贫效应

2014 年，国家旅游局协同国务院扶贫办等相关部门启动了乡村旅游扶贫工程，确立了首批旅游扶贫重点村。2014 年乡村旅

游扶贫尚未发挥预期成效，所有县市区旅游扶贫重点村数量与农民收入之间均存在负向关系。从空间分布上来看，由北向南，

乡村旅游对农民收入的负向影响依次增强，在邵阳片区和怀化片区南部，每增加 1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农民收入约下降 280 到

300 元。北部湖北片区的负向影响则相对较小，每增加 1 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农民收入约下降 127 到 173 元。需要强调的是，导

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旅游扶贫重点村名单的确定本身考虑了贫困的因素，即在越贫困的县市确定更多的旅

游扶贫重点村，二是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在启动初期不仅不能给农民带来收入，反而要增加农民的投入或减少其他

来源的收入。

2016 年，部分县市区乡村旅游扶贫的成效开始显现，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并主要分布在贵州片区的遵义市、

铜仁市的沿河、德江县以及湘西州的保靖县和凤凰县。最大影响幅度为 9．22 元，即增加 1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可带动该县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约 9．22 元。此外，大多数县市区乡村旅游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仍为负向关系。从空间分布上来看，由西向

东，负向效应逐渐增强，东南部的娄底片区、邵阳片区以及周边的安化、溆浦、辰溪等县的负向效应最强，每增加 1 个旅游扶

贫重点村，农民收入约下降 22～25元，下降幅度有极大的缓和，仅为 2014 年的 1/10 左右。这意味着，虽然乡村旅游对于大部

分县市区的减贫效应尚未显现，但随着旅游扶贫重点村旅游景点、设施的完善，游客数量的增加等，旅游减贫成效将会逐渐显

现。值得一提的是，湘西州的保靖县、凤凰县和贵州遵义市在乡村旅游扶贫方面已率先取得了成效，也为其他地方提供了经验。

(二)相对贫困减贫效应

与乡村旅游尚未带动农民收入增加一致，2014 年所有县市区旅游扶贫重点村数量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向关系。从空间分

布上来看，在邵阳片区和怀化片区南部，每增加 1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城乡收入比上升 0．0775～0．0848，在北部的恩施州片

区、重庆片区，每增加 1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城乡收入比约上升 0．0426～0．0499。导致乡村旅游反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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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能如下:一是乡村旅游或旅游扶贫的目的在于扶贫，而旅游扶贫重点村主要分布在相对贫困突出、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县市区;

二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在启动初期相应的配套设施不完善，游客更倾向于在附近的城镇“吃住行”，从而收入带动效应具有城镇

偏向性。

2016 年乡村旅游的相对贫困降低效应开始显现，部分县市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开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主要分布在湖北、

湖南片区的东北部、湘西州以及娄底片区。这些县市区每增加 1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城乡收入比最大降幅为 0．0002。显然，乡

村旅游减贫的成效虽然开始出现，但强度仍然很弱。大部分县市区的收入带动效应仍具有城镇偏向性，贵州片区和邵阳片区的

西南部表现更为明显，每增加 1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城乡收入比约上升 0．0013～0．0015，不过，相对于 2014 年城镇偏向强度

有显著下降，下降比率达 97%。这意味着，乡村旅游的收入带动效应在慢慢由城镇向农村转移，乡村旅游的包容性、益贫性在未

来几年将会更加凸显。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 2011、2014 和 2016 年旅游收入、3A 级以上景区数量、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收入比影响进

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可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旅游收入对农民收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递减且县际差异呈下降趋势，

大部分县市区对农民收入为负向影响，收入带动效应的城镇偏向性明显。(2)3A 级景区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负向影

响逐渐增强，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强度较大的县市区分布在片区南部，除 2014 年湖南片区大部分县市区外，总体上扩大了城乡

收入差距。(3)4A 级景区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强度较大的县市区分布在片

区西南部，带动效应的城镇偏向性逐渐增强、农村偏向性逐渐减弱，具有农村偏向性的县市区分布在贵州片区(2011 年)和湖南

片区(2014 年)。(4)5A 级景区对农民收入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强度最大，湖南片区尤为突出，带动效应的城镇偏向性先减弱

后有所反弹、农村偏向性先增强后有所下降，2014 年所有县市区均具有农村偏向性。(5)大部分县市区乡村旅游尚未增加农民人

均纯收入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但 2016 年贵州片区、湘西州部分县市乡村旅游扶贫成效开始显现。

上述结论表明，武陵山片区的旅游减贫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不同旅游要素对农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存在明显

差异，并且上述异质性随着时间演变。因此，“精细化”研究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对于提升“旅游扶贫”成效，

促进片区脱贫摘帽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举措:(1)系统阐释武陵山片区旅游减贫效应县际和要素差异的深

层次原因。本研究限于篇幅仅对片区旅游减贫效应的异质性特征从县际、要素和时序三个维度进行了描述，而未对其背后的影

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阐释。接下来，应系统阐释旅游减贫效应异质性背后的机理，为实施差异化帮扶政策，提升旅游扶贫

效率提供理论支撑。(2)针对片区旅游发展整体包容性不强、城镇偏向性明显的事实，应进一步开拓旅游带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通

道。如依托 3A、4A、5A 等星级景区，优化周边农村地区环境、加强“吃住行”等配套设施建设，扩大旅游景区的溢出效应;通

过旅游产品再开发、延长旅游产业链条、提升农民旅游发展参与能力、创新农民旅游发展参与方式和利益分享机制等，提升旅

游产业发展的包容性。(3)乘乡村振兴战略东风，加快片区乡村旅游和全域旅游发展。虽然片区目前乡村旅游的减贫效应很弱，

但总体趋势表明减贫潜力较大。此外，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乡风习俗等传承较好，生态环境优美，有良好的乡村

旅游发展基础。以张家界、凤凰等旅游城市为龙头，以 3A 级以上景区为节点，以重要旅游通道为纽带，将众多乡村旅游地有机

“串联”起来，促进片区全域旅游发展，可带动片区减贫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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